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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NARC效应是指数字在促进空间反应时的差异，表现为个体对小数左侧的空间反应更快，而对大数的右

侧空间反应更快。本研究以数字和时间单位作为刺激材料，通过数字大小判断任务探讨了数字和非数字

线索对SNARC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线索的空间表征主要取决于个体对长时记忆中存储的数

字顺序空间表征的依赖，从而产生SNARC效应。而时间单位作为非数字线索，在心理空间表征方面更大

程度上受到个体当前言语工作记忆的影响，其信息加工模式更为灵活，不仅仅依赖于长时记忆中存储的

数字顺序。这些发现揭示了空间–数字的反应编码联合效应受文化经验和工作记忆的共同影响，从而导

致特定的反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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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NARC effect refers to the difference in spatial response facilitation for numbers, manifested 
by individuals responding faster to the left for small numbers and to the right for large number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numerical and temporal units as cues on the SNARC effect 
through a number size judgment task.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nu-
merical cues primarily depends on individuals’ reliance on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number 
sequence stored in long-term memory, thereby eliciting the SNARC effect. In contrast, temp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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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s as non-numerical cues are mo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s’ current verbal working 
memory in psychological spatial representation, exhibiting a more flexibl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ttern that does not solely rely on the stored number sequence in long-term memory. These 
findings elucidate the joint influence of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working memory on the spa-
tial-numerical response encoding, leading to specific response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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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个多世纪以前，Galton (1880)提出了利用空间位置来心理表征数字的可能性。Dehaene 等人(1993)
在进行奇偶判断任务时，首次观察到了空间–数字反应编码联合效应(SNARC 效应)。在这个任务中，被

试需要判断中央呈现的阿拉伯数字是奇数还是偶数，并做出相应的按键反应。研究结果显示，个体对左

侧呈现的小数字的反应速度比对右侧呈现的小数字更快，而对右侧呈现的大数字的反应速度比对左侧呈

现的大数字更快。此后，大量的行为、神经心理学和脑成像的研究支持了数字与空间认知表征之间的联

系，并在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Fischer & Shaki, 2018; Shaki et al., 2018; Walsh, 2003)。同时，

这种效应不仅存在于数字领域，非数字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支持。时间单位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

知觉的顺序加工刺激符号，已有研究发现，中国时间单位作为数字信息与心理空间存在一定的关系。研

究表明，尽管中国日期格式编码方式是大日期在前而小日期在后(例如 2015 年 8 月 27 日)，但表征小的时

间单位(如分、秒、时)的反应更快是左手，而表征大时间单位(如周、月、年)的反应更快是右手。这表明

时间单位作为非数字的序列信息具有空间偏向。除了时间单位，其他更为抽象的概念，如角度大小

(Fumarola et al., 2016)、图像表面的物理大小(Prpic et al., 2021)、亮度(Ren et al., 2011)、响度(Hartmann & 
Mast, 2017)以及情绪大小等(Fantoni et al., 2019; Holmes & Lourenco, 2012)，也都表现出了 SNARC 效应。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处理数字和非数字的序列信息时，人们会表现出一种空间偏向，显示了 SNARC
效应的灵活性和普遍性。目前，关于 SNARC 效应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单一数字特性，少有研究探讨了其

他非数字信息提示线索与数字同时呈现对 SNARC 效应的影响。那么，同时具有空间属性的非数字提示

线索与数字随机混合呈现如何影响人们心理空间表征？ 
根据心理数字线假说(Mental Number Line, MNL)，数字在人类的心理中以从左向右的空间方式进行

响应，这受到文化经验(如阅读和写作习惯)的影响(Aleotti et al., 2023; Bulf et al., 2022)。研究还发现，数

字形式不仅局限于数字序列，还可能与按序排列、通过机械记忆学习的元素相关，例如年月日。数字、

字母和颜色更普遍以心理数字线的形式进行表征(Sagiv et al., 2006)。根据相对左侧和右侧空间编码的定

义，SNARC 效应的产生是因为空间编码是数字表示的一部分。在长时记忆中，数字以从左到右的方式进

行组织，并放置在不同的连续点上。当感知到与任务相关的数字特征时，执行动作反应。因此，数字在

心理上等同于从左到右在刻度尺上组织的默认空间位置。这意味着数字会自动触发相关的空间表征，即

使这些空间表示与任务无关。研究还指出，数字的大小导致了这种特定的表征模式(Seron et a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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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van Dijck 等人(2013)的研究对 MNL 假说提出了挑战。实验中他们要求被试对先前记忆的随机

数字序列进行奇偶性判断的 SNARC 任务。实验结果显示，左手对序列开头的数字的反应更快，而右手

对序列结尾的数字的反应更快。这表明 SNARC 效应不是由整数序列中数字的相对位置(从左到右)所决

定，而是基于数字在记忆序列中的相对位置。由此，他们提出了工作记忆假说，认为 SNARC 效应是由

工作记忆阶段数字和空间之间的临时和灵活关联驱动的，而不是由长期语义记忆中数字大小稳定的空间

组织所驱动。Azhar 等人(2021)探讨了阅读方向和空间处理与数值处理之间的关系，要求两组被试分别按

从左到右(LTR)或从右到左(RTL)的方式进行数字 10 以内的加减运算，发现对于 LTR 被试表现出更强的

SNARC 效应(较小数字的左侧反应优势和较大数字的右侧优势)，而 RTL 被试则没有。工作记忆理论认为，

SNARC 效应并不源自心理数字线轴上从左到右的编码，而是可能源自进化上的预设或有意识的训练

(Abrahamse et al., 2017)。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工作记忆的负荷干扰了数字的空间表示。 
如果 SNARC 效应的发生直接源于数字与非数字信息在长时记忆中按从左到右的顺序组织形成的线

索，那么在数字与非数字信息提示线索的处理过程中，应该出现典型的 SNARC 效应。即，数字与非数

字提示线索在长时记忆中的大小顺序将映射到心理空间位置关系。另一方面，如果 SNARC 效应主要受

工作记忆阶段数字与非数字信息以及空间之间的临时和灵活关联所驱动，那么在数字和非数字信息提示

线索混合并随机呈现的情况下，可能会干扰数字与非数字提示线索在工作记忆中的在线空间建构。这种

混合的情况可能通过人脑对其他非数字信息提示线索的语义认知加工影响 SNARC 效应，激活自上而下

的加工模式，最终表现为数字与非数字信息提示线索相互作用后产生的效应。 
基于此，本研究拟采用数字大小判断任务，探讨带有空间属性的时间单位作为非数字信息提示线索

与数字同时呈现对 SNARC 效应的影响，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 SNARC 效应的认知机制，扩展以往的发现，

针对更广泛的刺激范围进行研究。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60 名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的大学生参与了实验，均为右利手，平均年龄为 19.96 岁(范围为 17~23 岁)，
其中包括 16 名男生。未向个体透漏该研究目的，并且实验结束后给予一定报酬。 

2.2. 仪器与实验材料 

实验在安静明亮的自习室进行，使用了 Eprime 2.0 编写的程序。实验包括 12 个时间单位的数字刺激，

如 1、2、8、9、1 秒、2 秒、8 秒、9 秒、1 年、2 年、8 年和 9 年，以随机方式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中央。

探测刺激是黑色方块，随机出现在屏幕左右两侧，比例为 50%、50%。显示器为 15 英寸联想显示器，分

辨率 1366 * 768，刷新率 60 Hz。实验时被试距离屏幕 50 cm，反应键为空格键。 

2.3.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2 探测刺激位置(左和右) × 2 数字(大和小) × 3 时间单位(无时间单位、小时间单位：秒和大

时间单位：年)被试内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反应时。实验任务是又快又准确地对随机出现在屏幕左侧

或右侧的探测刺激做出反应，尽快按下空格键反应。为平衡左右手造成的反应差异。一半被试用左手反

应，一半被试用右手反应。 

2.4. 实验程序 

屏幕中央首先呈现黑色注视点“+”字，呈现 300 ms。随后注视点消失，屏幕中央位置随机呈现 12
个数字中的一个数字，作为探测刺激前的提示线索(1、2、8、9、1 秒、2 秒、8 秒、9 秒、1 年、2 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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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9 年)，数字的字体为宋体，呈现 1000 ms。数字呈现之后是一个延迟，为黑色“+”字。延迟过后是

探测刺激(白色背景上的黑色方块)，屏慕注视点左侧或者右侧随机出现。 
整个实验过程中，要求被试眼睛始终保证注视在屏幕中心的十字标记上。实验前，每名被试被告知

将会在探测刺激前出现的数字，并且告知被试这组数字与刺激探测任务是无关的。在正式实验前，每个

被试要求完成 24 次的练习。联系完成后，被试如果不明白实验流程可以按“q”键继续练习：按“p”键

进入正式实验包括 480 次的试验。实验大约需要 15 分钟完成。 

3. 实验结果 

剔除反应时间中超出三个标准差的数据后，数据总的剔除率为 0.69%。最终有效的被试人数为 48 人，

对剩余的反应时间进行了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时间单位产生了显著的主效应，F(2,94) 
= 5.17, p < 0.01，被试在处理带有时间单位的数字时(反应时为 400.80 毫秒)，明显比处理不含时间单位的

数字时(反应时为 406.40 毫秒)更为迅速。此外，处理含有大时间单位(年)的数字时(反应时为 399.91 毫秒)
与处理含有小时间单位(秒)的数字时(反应时为 401.70 毫秒)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三因素交互效应不显

著。为了避免混合分析对数字、时间单位和探测位置的影响掩盖 SNARC 效应，我们从数字与非数字提

示线索两个角度探讨对 SNARC 效应的影响。 

3.1. 数字 SNARC 效应 

首先进行数字 SNARC 效应分析。实验结果采用 2 数字(小和大) × 2 探测刺激位置(左和右)的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数字大小与探测刺激呈现位置(左和右)的交互作用显著，F(1,47) = 35.08，p < 
0.001，交互作用图见图 1。 
 

 
Figure 1. Interaction plot of numerical magnitudes and the detection of stimulus positions 
图 1. 数字线索与探测刺激位置的交互作用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无时间单位条件下，当小数字作为提示线索时，被试对出现在左侧探测刺激

的平均反应时(400.24 ms)明显快于出现在右侧位置的平均反应时(412.09 ms)，F(1,47) = 20.57，p < 0.001；
而当大数字作为提示线索时，被试对出现在左侧和右侧位置的探测刺激平均反应时没有明显差异，F(1,47) 
= 2.10，p > 0.05。在小时间单位(秒)条件下，当小数字作为提示线索时，被试对出现在左侧探测刺激的平

均反应时(398.77 ms)明显快于右侧位置的平均反应时(400.28 ms)，F(1,47) = 7.49，p < 0.01；而当大数字

作为提示线索时，被试对出现在右侧探测刺激的平均反应时(390.96 ms)明显快于左侧位置探测刺激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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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413.06 ms)，F(1,47) = 9.13，p < 0.05。在大时间单位(年)条件下，当小数字作为提示线索时，被试对

出现在左侧探测刺激的平均反应时(390.65 ms)快于右侧位置的平均反应时(407.24 ms)，F(1,47) = 3.77，p = 
0.58，而当大数字作为提示线索时，F(1,47) = 0.73，p > 0.05，被试对出现在左侧和右侧位置探测刺激的

平均反应时不存在明显差异。 

3.2. 非数字 SNARC 效应 

同时进行时间单位 SNARC 效应分析。实验结果采用 2 时间单位(无时间单位、秒和年) × 2 探测刺激位

置(左和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时间单位与探测刺激呈现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F(1,47) = 5.43，
p < 0.01，交互作用图见图 2。 
 

 
Figure 2. Interaction plot of non-numerical cue and the detection of stimulus positions 
图 2. 非数字线索与探测刺激位置的交互作用 

 
在小数字(1､2)条件下，未加任何时间单位作为非数字信息提示线索的数字显示出明显的效应：被试对

出现在左侧的探测刺激的反应时间(400.24 ms)明显快于出现在右侧的刺激(412.09 ms)，F(1,47) = 14.65，p < 
0.001；当数字后附带小时间单位(秒)作为提示线索时，F(1,47) = 0.09，p > 0.05，左右位置的探测刺激的平

均反应时间则没有明显差异；当数字后附带大时间单位(年)作为提示线索时，被试对出现在左侧的探测刺

激的反应时间(390.65 ms)快于出现在右侧的刺激(407.24 ms)，F(1,47) = 4.04，p < 0.05。在大数字(8､9)条件

下，未加时间单位的数字作为提示线索时，左右位置的探测刺激的平均反应时间没有显著差异，F(1,47) = 
0.29，p > 0.05；当数字后附带小时间单位(秒)作为提示线索时，被试对出现在右侧的探测刺激的反应时间

(390.69 ms)明显快于出现在左侧的刺激(413.06 ms)，F(1,47) = 3.78，p < 0.05；当数字后附带大时间单位(年)
作为提示线索时，左右位置的探测刺激的平均反应时间没有显著差异，F(1,47) = 0.08，p > 0.05。 

4. 讨论 

人们普遍认为 SNARC 效应产生数字在人脑的空间表征(Guida et al., 2018; Guida & Campitelli, 2019; 
Wang et al., 2021)，但是 SNARC 效应直接源于数字在长时记忆还是直接源于数字在工作记忆中的空间表

征学术界依然存在激烈争论(Abrahamse et al., 2017; van Dijck & Fias, 2011; Wang et al., 2021)。本研究探讨

了具有空间属性的非数字信息提示线索与数字同时呈现对 SNARC 效应的影响。实验中，不同大小数字

被随机分配三个相同比例的带有不同时间单位(无时间单位、大时间单位：年和小时间单位：秒)，通过要

求被试在呈现含有(或不含有)时间单位数字快速对屏幕两侧随机呈现的黑色方块进行按键反应，直接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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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顺序信息，考察了时间单位加工对数字 SNARC 效应的干扰。结果显示，数字和非数字信息提示线

索的时间单位分别影响了 SNARC 效应。在无时间单位的条件下，数字加工过程中表现出典型的 SNARC
效应，尤其在小数字条件下表现得更为显著。然而，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时间单位的引入显示出反

SNARC 效应。具体而言，在小数字条件下，数字附带时间单位时，SNARC 效应消失，被试不再表现出

数字大小相关的空间性偏好。而在大数字条件下，尽管 SNARC 效应依然存在，但反应时间表现出与无

时间单位时相反的趋势，即左侧的反应时间更短。此外，研究还发现，被试对时间单位的加工明显快于

数字的加工。 
 

Table 1. Magnitude of the numerical SNARC effect under various temporal unit conditions 
表 1. 不同时间单位条件下数字 SNARC 效应大小 

不同时间单位 回归系数 

无时间单位 −1.97 

小时间单位(秒) −2.06 

大时间单位(年) −1.96 

 
根据 Nuerk，Wood 和 Willmes (2005)的研究，数字 SNARC 效应的大小可由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来衡

量，即回归方程中的系数。本研究中，我们也观察到了典型的数字 SNARC 效应。表 1 所示，在三种时

间单位的条件下，每个被试在不同数字水平上的反应时间与数字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表明了典型的

SNARC 效应。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引入了具有空间信息的时间单位作为非数字信息提示线索，但仍

然观察到了典型的 SNARC 效应，这一结果也支持了从左到右的心理数字线(Fischer & Shaki, 2018)。换言

之，较小的数字在左侧视野中检测目标的速度较快，而在右侧则相反。这可能表明，人脑对数字的空间

加工并未明显受到当前工作记忆的影响，SNARC 效应的产生很可能直接源自数字在长时记忆中以从左到

右的组织形式排列，因此心理数字线理论可能更好地解释了数字 SNARC 效应的现象。 
同时，本研究还观察到了在时间单位作为提示线索时出现的反 SNARC 效应，呈现一种过去到未来

的时间线。具体而言，当提示线索为较大的时间单位(年)时，被试对左侧空间刺激表现出更快的反应；而

当提示线索为较小的时间单位时，被试则在右侧空间刺激上表现出更快的反应。对于时间单位表现反

SNARC 效应的解释，一个可能的假设是时间单位之间的比例差异(含有时间单位提示线索：不含有时间

单位的提示线索 = 2:1)导致被试在时间视角下自动激活过去到未来的心理时间线。同时，这也可能说明，

在再处理非数字信息的提示线索时，空间位置信息的激活很大程度上受到工作记忆加工需要的影响。当

工作记忆需要维持空间或语音信息时，这类 SNARC 效应可能会被消除或反转，因为空间或方向偏差效

应可能源于工作记忆中的序列处理和数字处理(Abrahamse et al., 2017)。本研究中观察到的非数字信息的

反 SNARC 效应很可能是由于工作记忆阶段非数字信息的数字和空间之间的临时和灵活关联所驱动，空

间编码可能源自对数字项目在工作记忆中空间模板的临时和任务特定映射，而不是由长期语义记忆中数

字大小稳定的空间组织所驱动。 
同时，本研究还观察到被试对时间信息的加工速度更快，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根据 Dormal

和 Pesenti (2013)的研究，序列呈现的刺激中，个体对数字、空间、时间三种刺激的自动加工呈现一种阶

梯模式。其中，数字信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最为显著地激活，其次是空间信息，而时间信息则处于最后

的位置。然而，在本研究中，被试对时间单位的加工速度明显快于对数字的加工速度。整体优先理论认

为，个体更快地识别和处理复合刺激的整体特征。在本研究中，时间单位与数字提示线索之间的比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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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含有时间单位提示线索：不含有时间单位的提示线索 = 2:1)可能导致被试在感知含有时间单位的提示

线索时的加工速度明显快于纯数字提示线索的加工速度。 
尽管时间加工速度快于数字，但这种速度并不影响数字空间编码过程。无论任务情境如何，空间编

码都是长期数字表示的固有组成部分。然而，对于非数字提示线索中的时间单位，空间编码则源自对数

字项目在工作记忆中的临时和任务特定的映射。尽管时间加工速度更快，但这种处理方式更为灵活，而

不是受长期语义记忆中数字大小稳定的空间组织所驱动。未来，可以通过不同的研究范式、材料比例以

及更精确的脑机制探索这一现象是否具有一贯性。 

5. 结论 

(1) 数字的空间表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依靠长时记忆中存储的数字顺序空间表征的影响，产生

SNARC 效应。 
(2) 非数字线索的空间表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当前言语工作记忆的存储，而不仅仅依靠长时记忆

中存储的数字顺序，其信息加工模式更为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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